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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外籍學生」及「外藸移工」皆指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外國

人，來到台灣念書或工作，並於台灣居留。

「推拉理論」為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這概念是為了解釋地區人口流動現象

而產生的理論。一個地方被排斥的因素稱為「推力」，被吸引之因素為「拉力」，此

理論常在研究兩地人口流動時被引用，然而，本研究主要聚焦於受訪者的個人經歷如

何構建台灣作為移居地之推拉力，研究重點放在台灣的推拉力上，而對受訪者原生國

家的影響因素著墨較少，與傳統的推拉理論略有不同。

本研究共訪問了八位外國人，學生及移工各半，採便利抽樣的方式，以半結構

式訪談和每位受訪者進行約40至90分鐘的對話，訪綱主要分成經濟、文化、政治及個

人背景四個大方向對受訪者提問，接著探討兩群體在四個面向的共同及差異之處。

本研究發現，大多數受訪者來台灣的動機都是因嚮往台灣的工作環境所驅使的

，包括較高的薪資及多元化的就業機會，其餘受訪者則認為台灣的政治居勢相對穩

定、社會環境較為安全，經濟及政治考量成為他們決定留在台灣發展與否的主要因

素。另外，普遍受訪者認為在台灣的文化適應度高，即使有小數受訪者在台灣曾被歧

視、及遭遇其他不平等狀況，也並未左右到他們往後是否繼續留在台灣發展的決策，

文化因素影響輕微。最後，兩個群體對於留在台灣發展的意願並沒有明顯的差異之處

，促使他們留台或不留台的原因主要來自受訪者本身的價值偏好，與其身分無關。

二、研究動機

近年來到台灣工作或留學的外國人數量增加，國立臺北大學作為其中一所取錄

外籍人士和僑生的國立大學，社會學系也有變得更加國際化的趨勢。本研究之研究員

一共九位，其中六位為僑生，僑居地分別是香港、澳門、越南、緬甸，引發我們對外

籍人士來台的理由之好奇，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在台外國人的生活狀況，以及對留在

台灣發展意願之想法。同時，本研究之研究員皆為學生，對來台工作之外籍移工了解

不多，為了發掘更多不同來台外籍人士群體之特質及情況，本研究將外籍移工也納入



研究對象，研究其在台之工作狀況、工作環境的現況及留台意願及理由。為了探究兩

個群體之間有否共通點和差異，以進一步明白不同群體之間的特別之處，本研究將比

較外籍移工和外籍學生之留台意願，希望以文獻資料及受訪者之生命經歷中分析當中

因由。

三、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探討以下三個問題並進行分析：

● 比較不同身分對留於台灣發展意願之差異，以外籍學生與外藉移工作為研究對

象。

● 剖析在台外國人的價值偏好，意指外國人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項台灣社會

面向上的不同重視程度。價值偏好反映了外國人在移居過程中對新社會的選擇

標準及優先考量，本研究將以此準則分析其對外國人留台發展意願的影響。

● 以在台外國人之價值偏好作基礎，單方面分析台灣作為移居地的推力及拉力。

研究基礎上非以傳統的推拉理論作論述，傳統推拉理論用於兩地之間的比較分

析，而本研究是以受訪者的角度出發，運用推拉理論的概念，重點分析台灣作

為移居地之推拉力，探討台灣的內部因素如何影響外國人的移居及發展意願。

四、文獻回顧

移居新社會將面臨許多不同的問題，移居者在進行遷移決策前會先評估自身承

擔風險的能力，以及能不能在新社會上生存，考慮因素包括就業機會及住宿環境、融

入社會的難度、國際工資差異等。有見及此，本次研究我們整理出以下三個面向，分

別是：理性計算與家庭決策、社會融入、推拉理論。理性計算與家庭決策將解釋為何

移居者決定離開原生國家，到新社會生活及發展；社會融入將敘述移居者在新社會可

能會面臨的困難及挑戰；推拉理論結合以上兩點，以移居者的角度，剖析新社會作為

移居地之推拉力是如何形成的。



國際移民的研究旨在回答為何人們選擇離開原居地並遷往他國生活與工作。在

解釋這一現象的過程中，有許多理論相繼被提出，儘管其目標一致，但觀點和方法各

異。Massey等人（1993）綜合回顧了國際移民理論，並指出這些理論各自不同的切入

點與概念框架，特別關注在新古典經濟學與新移民經濟學這兩種理論，探討其對經濟

因素影響移工流動的解釋。

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核心在於移工流動是由國家間的工資差異與就業條件所驅

動的，並且可以透過成本效益的理性計算來解釋。在宏觀層面，該理論認為，勞動力

會從低工資的國家流向高工資的國家，直到工資差異縮小至遷移成本與工資收益平

衡。這符合勞動力市場的供需曲線。而資本通常從資本充裕的國家流向資本稀缺的地

方，因為後者的投資報酬率相對較高。然而高技能的勞動力之流動可能相反，他們將

尋求資本不足的地區的更高回報。在微觀層面，個體的理性行為者決定遷移，是基於

對預期未來收入與遷移成本的成本效益計算。國際移民被概念化成為人力資本的一種

投資形式，人們根據自己的技能選擇搬到最有生產力的地方；但在他們獲得與更高勞

動生產力相關的更高工資前，他們必須進行某些投資，其中包括遷移的物質成本、找

工作時的成本、學習新語言和文化所付出的努力，適應新的勞動市場所經歷的困難，

以及切斷舊關係和建立新關係的心理成本。潛在移民估計搬遷到其他國際地點的成本

和收益，並遷移到一段時間內預期折現淨回報最大的地方(Borjas，1990)。也就是說，

當預期收入能彌補遷移成本並帶來收益時，遷移行為便會發生。此外，人力資本特徵

如教育背景和語言能力對就業機會與收入回報的影響至關重要。技術進步與社會網絡

的拓展亦可有效降低遷移成本，從而增加移民的可能性。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移工行為

背後的理性邏輯，提供了清晰的經濟解釋框架。

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移民經濟學不僅僅視移民決策為孤立的個人所做出的

決策，而是提出在移民行為中的家庭決策的特質。這樣的行為不僅僅只是最大化預期

的收入，而是為了最小化經濟與市場失靈的風險。因為在已開發國家，家庭收入的風

險通常可透過私人保險市場或政府計畫最小化，然而發展中國家的風險管理體制通常

並不完善、不存在或者是貧困家庭無法獲得的，這會激發人們透過移民來分散風險。

特別是在原生國家缺乏信貸與保險市場的情況下，家庭可能會派遣部分成員前往國外

勞動力市場工作，兩地的工資和市場呈現負相關或弱相關，以保障當原生國的勞動市

場失靈時，家中仍能藉由遷移者的匯款而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此外，新移民經濟學也



指出，相對收入與剝奪感也是移民動機的一項重要驅動力。新古典經濟學假設收入對

所有人來說都是「同質的」，即同樣的收入增加對任何人都具有相同的意義或效用。

但新移民經濟學則質疑了新古典經濟學所假設的收入同質性。實際上，收入的來源非

常重要，尤其是在家庭的資源配置中。家庭往往願意將有限的資源投入那些能夠帶來

新收入來源的活動或項目，即便這些活動未必能顯著增加總收入。也就是說，家庭對

移民決策的考量並非僅限於單純的收入增加。例如，派遣一名家庭成員出國工作可能

不會立即提高家庭的總收入，但它分散了風險（多樣化收入來源），在原生國經濟衰

退或災害時能提供穩定的補充收入。而收入的效用是取決於個體的社會背景和相對地

位。假設當富裕家庭的收入增加，而貧困家庭的收入保持不變時，貧困家庭的相對貧

窮會相對增大。新移民經濟學認為，家庭效用不僅受到絕對收入的影響，還會受到

「相對剝奪感」的驅動，即家庭在與他人比較後的感知貧窮程度。因此，即使貧困家

庭的絕對收入沒有顯著增長，或是移民後的預期收入並不明顯提高，若移民能改善家

庭相對於其他家庭的經濟地位，家庭依然可能會選擇移民。人們對收入的感知，不僅

基於絕對數字，也與他們在社會中的相對位置有關。如果一個家庭的收入相比於其他

家庭有所提高，這會使他們感覺到地位上的改善，從而減少「相對剝奪感」——即與

參照群體相比，自己所處的匱乏狀況。這表明，移民的動機不僅來自於追求更高的絕

對收入，還包括提升家庭在社會中的相對地位的需求。換句話說，家庭決策不僅是基

於提升經濟收入的考量，還包括改善家庭在社會中的相對地位和身份認同。

新移民經濟學擴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單位和範疇。新古典經濟學以個體為

核心，假設移民行為基於成本與收益的理性計算，工資差異被視為移民的主要驅動

力。而新移民經濟學則認為移民行為常是家庭為了分散風險或克服市場失靈而採取的

集體行動。新移民經濟學的分析單位更廣泛，補充了新古典經濟學對個體行為的單一

關注。此外，兩種理論在遷移動機的解釋上展現了互補性。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國際間

的工資差異是移民的核心驅動力，當工資差異縮小時，移民壓力會隨之降低。然而，

新移民經濟學指出，即便工資差異不顯著，家庭仍可能因應對風險或克服資本市場不

完善等原因選擇移民，展現了遷移動機的多樣性。

根據新古典經濟學及新移民經濟學，推演出移居者在決策移居行為時有兩大考

慮因素：第一，理性計算，移居者以個人為出發點，考慮的是遷移成本如兩地工資差

異、其他移民成本如學習新語言所付出的時間甚或金錢。第二，家庭決策，移居者以



家庭為出發點，考慮的會是整體家庭經濟來源及社經地位等。綜合理性計算及家庭決

策，影響著移居者的移動行為及模式。

而在移居者遷移到新社會後，將面對各種不同的困難及挑戰，加上原生國家的

局勢，繼而推演出移居者後續的行為，包括留在新社會發展、繼續遷移到其他地方、

或返回原生國家，這也是本文所闡述的「推拉理論」—以移居者的角度出發，推演出

新社會之推拉力。

移居者考慮的會是兩地的文化、經濟及政治因素，根據 Pyke（2010）及

Schwalbe 等人（2000）的研究，內化壓迫是在被壓迫的群體及結構中「必然」會出現

的心理現象，這心理現象會使被壓迫者接受壓迫者的價值觀及一切不合理的批評，形

成自我否定現象，認為自己低人一等、自我懷疑及自我仇恨，被壓迫者會希望模仿、

追隨壓迫者的生活方式，並試圖贏得壓迫者的好感及認同、淡化甚或與其他同種族的

人劃清界線（David & Derthick, 2014; Fanon, 1963; Memmi, 1965; Freire, 1996; Tuan, 2001;

Schwalbe et al., 2000）。在此理論中，指出移居者將會成為新社會內的被壓迫者，而施

壓方將會是新社會內的原住民，當移居者在新社會遭受不公平對待，如歧視，他們會

傾向將責任往自己身上推，並努力矯正自身行為，期望自己能成為符合新社會期待的

角色，以融入社會。

施壓者不一定是個人，也有可能是政府或媒體這類有公信力的機構，例如在台

灣，引入外國勞工時在法例和定名上就將勞工定義為社會低下階層，在法律和社會環

境上，東南亞勞工被貼上外勞的污名標籤，被認為基因文化習性低劣，更有廉價勞動

力和短期補給品的作用；媒體的營運和社會大眾如何靠媒體了解其他族群，同時影響

著族群之間的相處，主流媒體主要從資方及僱主方取得資訊，忽略了勞動者的意見和

他們眼中事情的來龍去脈，導致社會大眾對外國勞工的了解不全面（簡曉娟，2011

）。施壓者的種種行為將令移居者內化壓迫的心理狀況變得更嚴重，增加移居者融入

新社會的困難及阻力。

同時，移居者若要融入新社會，當地的語言熟練程度將會是關鍵因素。根據

Tsang 和 Nguyen（2023）的研究，語言熟練程度和居住時間會影響着文化能力與社會

文化適應，而後兩者和工作滿意度成正相關關係；同時，社會文化適應和工作滿意度

對文化能力產生調節作用。這意味著工人擁有越高的文化能力，他會傾向留任他本身

的工作，更願意留在新社會發展。



換句話說，文化能力是移居者能否融入新社會的重要指標。於當現代社會，社

會資本（Social Capital）被認為是一種資源，由成員的價值觀、信任、情感與規範所建

立的關係網路，存在於個人、家庭、社區、學校、團體甚至國家等場所之中，無形建

立在社會關係和社會網絡中，透過信任、互惠、規範與社會參與，增進合作獲取相互

利益，以完成目標，在一個小群體裡，成員能聚集成一個網絡，就會形成整合的力量

（林南，2007）。這種社會網路資源，有利於增進社會凝聚力，並促進經濟與永續的

發展有助於人們提升社會活動效率與生活品質（吳清山、林天祐，2005）。Coleman（

1988）認為，一個內有廣泛值得信賴感和彼此信任的團體會比一個沒有這些特質的團

體達成更多的的目標。當結構中存有互惠或盡義務等規範，而且能內化於成員心中，

則這種規範在人們心中所產生的預期就變成一種成員所共有的資源，人們就可彼此易

於互助並懲罰不守規範者王中天（2003）。

社會資本是一種真實或潛在的資源總和，此資源源自於一種擁有長期穩定的網

路關係，是成員之間集體擁有的資源，可以讓內部成員取用，而所謂的取用可以發生

在各種不同的行為及場合（Bourdieu，1986）。

文化能力越高的移居者，越是能融入新社會當中，有助於克服他們在新社會中

所遇到的一切困難：移居者在新社會中難免會遭受歧視及偏見，內化壓迫等心理狀態

無可避免地出現，增加移居者融入當地的困難；但是，文化能力同時能協助移居者融

入新社會，語言能力影響著他們的工作滿意度，從而更願意繼續在當地工作，社會資

本同時成為凝聚移居者的力量，除了移居者本身的群體可以透過社會資本形成一鼓新

力量，促使他們更團結地完成不同目標外，具信任、互惠及規範的更友善之社會環境

同為左右移居者擁有的社會資本量的重要因素，這將左右著他們融入新社會的難度。

由此，理性計算與家庭決策，及社會融入，成為了移居者評價新社會之推拉力

時的判斷準則：個人及家庭回報越是有利於移居者，以及新社會的融入程度越容易，

將成為移居者留在當地的拉力，反之亦然。

最後，政治局勢及氛圍同樣是構建新社會之推拉力的一個重要因素。黃舒楣等

人（2023）的研究提到，原生國家的政治施壓及社會的政治氛圍，促使人們撤離意識

的形成，成為推力。另外，更嚴重的政治事件如內戰，直接及間接地牽連著國家經

濟、社會安全、教育體系，使人們無法正常工作及就學，同樣成為一個地方的推力

（林佾靜，2024）。影響人們選擇撤離的地點，影響因素有語言相近性、適應成本等

，以香港年輕人為例，他們不奢求一次定居，更多的是採取過渡性的移居策略，先觀



望新社會是否適合自己為主，再決定下一步的決策；在青壯年、已建立自己家庭的人

方面，則是以地方教育、居住品質等為考慮。移居者的個人能力在遷移決策上同樣扮

演着關鍵角色，個人能力包括能力移動、資本移動、語言上的障礙及經濟資本，這些

因素同樣是移居者決定留在新社會與否的推力及拉力（黃舒楣等人，2023）。

因此，動盪的政治局勢會成為一個社會的推力，使人們有離開的念頭出現，例

如部分香港人對中國日溢干預香港政治自治的狀況感到擔憂，而他們認為台灣政局較

穩定，也相對民主，因此有離開香港，移居到台灣的念頭（簡愛真，2022），政治局

勢成為推力；穩定的政治局勢使社會更安全，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及健全的教育體制

，加上當新社會的政治局勢更符合人們的價值觀，例如新社會的政局比原生國擁有更

多的言論自由、更安全時，移居的行為則更有可能發生，成為了新社會的拉力。

綜合而言，不論在經濟、文化及政治層面上，都左右著一個社會的推拉力。在

移居者眼中，當新社會比原生國家更具經濟誘因，如就業機會更多、薪資較優厚，則

越會推動他們離開原生國家，以謀求更好的生活。這可能是以個人的利益為出發點，

或為整個家庭而做出的決策，也有可能同時兼顧著兩者。當移居者來到新社會後，如

果他們越能融入新社會，他們將更願意留在當地發展，影響著他們融入新社會的取決

於社會整體對新住民的包容、友善程度；政治局勢主要促成移居者離開新社會的推力

，越混亂、越不符合人們價值觀之政治氛圍令人們不安，也直接影響著他們的就業及

教育等日常生活，驅使他們離開原生國，到新社會謀求更理想的生活。因此，理性計

算與家庭決策、社會融入、推拉理論三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也直接對移居者留在

新社會發展之意願產生影響。

五、研究設計及方法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的方法尋找受訪者，最終招募八位受訪者，外藉學生及外藉

移工數量各半，四位外藉學生的國籍分別是香港、馬來西亞、印尼及越南；外藉移工

的國藉分別為香港、馬來西亞、緬甸及菲律賓。訪談過程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分別

進行40 - 90分鐘的的深度訪談，訪綱以經濟、文化、政治及個人背景四大面向為主，

旨在了解受訪者的個人價值偏好，及其如何構建他們願意或不願意留在台灣發展之意

願。



研究將受訪者分為「外藉學生」及「外藉移工」兩大群體，從中了解不同身分

的在台外國人在留台發展的意願上，其動機及取態是否有所不同。

在完成所有受訪者的質性訪談後，研究人員開始對訪談內容進行分析及類比，

從中挖掘兩個群體在留台發展意願上的相同及相異之處，並進一步推演出在外國人眼

中，台灣作為移居地的推力與拉力因素。

另外，本研究主要以受訪者的角度出發，根據他們的價值偏好單方面推演出台

灣作為移居地的推拉力，研究重點聚焦於台灣，對受訪者原生國家的推拉力分析較少

，與傳統的推拉理論稍有不一樣，特此補充。

六、研究發現

首先，關於以不同身分來台之外籍人士是否會有不同考量因素的部分，由於本

研究在進行訪談前假設外籍學生和外籍移工對留台與否的考量因素不一樣，我們認為

兩個群體間各自會有共同差異，例如移工群組可能比學生群組更重視經濟條件，而學

生群組會比移工群組更重視文化因素等。為了看出這方面的差異，本研究將受訪者分

成兩個組別，使用非嚴格結構式的訪談，對兩組受訪者進行訪問。本研究對兩個群體

訪問的訪鋼設計並無差異，訪問過程更多的是讓受訪者更自由表達自身的意見的空間

，以看出分別受訪者的價值觀側重。

訪談後，研究結果顯示外籍移工群體和外籍學生群體之間並無顯著差異，並發

現受訪者因應個人經歷和性格不同，擁有因人而異的考量因素，例如個人家庭經濟能

力、個人理想職業和期望擁有的生活節奏等，都是影響其思考方式的因素。因此，來

台移工群體和學生群體之間對留台的意願考量沒有因為身分不同而存在明確差異，個

人價值側重、背景及經歷才是受訪者決定留台與否的主因。

此外，研究者從移工群體和學生群組受訪者中收集到了不同的留台考量因素和

理由，並以三大因素分類出外籍人士來台考量的價值偏好，分別是經濟、政治以及文

化，當中主要以經濟因素最多，其次為文化和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指受訪者在台灣生

活與原生國比較之收入、工作機會、生活費用（含學費）、生活品質等因素；而政治

因素指台灣於受訪者眼中，相較於原生國政治上的自由度（言論自由）、人身安全、



以及政局穩定度等；文化部分指台灣文化與受訪者之原生國的相似程度、語言是否方

便溝通、文化包容度等問題。

再者，研究者透過查找文獻發現，家庭決策也是受訪者決定來台的因素之一，

而此因素並未納入本研究的三大因素之中，屬此研究需要彌補的其中一點。文獻中可

見，家庭成員希望受訪者本人選擇移居，抑或是受訪者本人為了使家庭更好而選擇移

居等，都是受到「家庭決策」的影響，可見家庭的影響因素需要被納入研究內容。

以下將進一步分析及列舉本研究發現台灣於外籍移工和外籍學生的推拉力，包

括經濟因素、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

（一）拉力

經濟考量上，作為最主要的價值側重因素，我們有75%的受訪者是基於經濟上

的考量選擇來台灣的。其中，東南亞的外籍人士通常認為台灣的薪資較高及擁有更高

的生活水準。例如菲律賓的就業市場方面，受訪者認為工時平均較長，但卻擁有較低

的薪資，與台灣相反。在就業上，東南亞的受訪者也認為台灣的就業能有更好的選擇

，例如，印尼的受訪者認為台灣就業市場相對較公平，因為印尼的就業市場需要有足

夠強大的背景和人脈才容易取得較好的工作，台灣則重視經驗和學歷等外在考慮而比

較公平。馬來西亞和緬甸的受訪者認為台灣較多就業機會，其中，馬來西亞的受訪者

因為從事藝術行業，認為馬來西亞比起台灣的藝術市場較小，發展空間受限，而台灣

市場較大，發展潛力更高，所以選擇來台發展。可見在東南亞的地區上，台灣算是薪

資較高並就業市場較為公平的地方，而行業的發展市場也是受訪者的考量重點。

在政治考量上，雖然只有少數受訪者受到政治的因素影響，但仍在受訪者心中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例如香港受訪者因為政治上的因素，認為台灣的言論相對自由

，較不需擔心因評論政治而人身受到威脅；而來自緬甸的受訪者表示，她的原生國家

因長期處在內戰，導致她原本的工作也受到影響，因為不希望自己身在充滿不確定的

情況下，期望可以生活在穩定的社會秩序下，因而選擇到台灣來。

在文化考量上，雖然我們發現文化對受訪者的影響並不劇烈，但仍然是考量之

一，所以我們仍然列出討論，我們發現，有50%的受訪者表示台灣的文化與他們原生

國家的文化相似，其中兩位分別來自越南與印尼的華僑外籍學生表示，她們認為在他

們接觸的文化上並沒有太大差異，另外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外籍學生和同樣來自馬來



西亞的外籍移工則認為，原生國家及台灣皆為以華人為主的生活圈，在文化方面是相

似的，適應方面並沒有太大困難。而語言上面，有香港及馬來西亞籍的外籍人士則認

為語言上並無太大的障礙，也成為來台的拉力之一，認為文化上有差異的受訪者也表

示，即使文化不同，但仍認為台灣的文化包容度較高。另外，印尼的受訪者認為，在

台灣可以在晚上出門是一件在她的原生國很難想象的事情，在印尼受訪者的原生國家

幾乎無法想像在晚上獨自出門，相較在她的原生國，她認為在台灣人身安全是受到保

障的。

（二）推力

經濟方面，因為外籍人士和台灣人在工作上的法規不一樣，可能會導致外籍學

生難以尋找兼職工作。例如外籍人士每周限制最多工作二十小時，可能不符合部分僱

主的工作期望。根據其中一位香港受訪者所述，僑生取得的駕照大部分為「普通小型

車」駕駛執照，但很多工作需要「職業小型車」的駕駛執照，亦是其中一個導致僑生

比較難找到工作的原因。一位馬來西亞移工亦提到，，雖然他認為台灣收入高，但完全無

法接受房價太高，在他的原生國家房價與收入比例相對台灣更能夠成正比。而菲律賓籍的移

工則認為，若他未來久居台灣工作，會希望讓家人一起來台生活，但房價過於高昂構成嚴重

居住問題，因此兩者皆認為在台灣不太容易長期居住。其他受訪者則認為自身經濟情況還不

穩定，對於能否在台灣久居處於觀望狀態，目前更傾向規劃短期的工作計劃。

文化方面，香港的外籍移工受訪者認為台灣人講話太過委婉，香港人的直接讓

他比較自在，更傾向和香港人互動交朋友，例如其中一位香港受訪者表示，其在當助

理教授時曾被詢問對某件事的真實看法，他回答「覺得這樣不好」之後卻惹來教授的

不滿。緬甸的外籍移工則提到來台最大挑戰為語言方面的障礙，在工作及生活上的交

流有時無法順利進行。香港的受訪者亦提到，在打工時可能會用到台語，外籍人士不

會台語的情況下，對方的態度呈現兩極化，一部分人會放慢速度解釋，另一部分人會

責怪他。儘管受訪者在台灣都遭遇不同程度障礙、甚或歧視，但他們對此都欣然接受

，視為外國人來台的正常現象及挑戰，整體上還是認為台灣的文化環境是友善的，這

點於文獻回顧中提及的「內化壓迫」的心理現象相似。雖然在此研究中沒有辦法進一

步剖析及證實受訪者真實的內心狀況，但就受訪者的態度可推測，受訪者們均沒有因

為在台的不愉快事件，包括因文化差異未能融入、或遭受歧視等，而影響他們對留在

台灣發展與否的決定。對某些受訪者來說，原生國來台的人會聚集成一個社群，即使



沒有完美融入台灣的本地生活，也可以順利在台灣生活，故文化因素在本研究的受訪

者間雖然具有部分推力，但並不會成為太大的推力來源。

政策部分，我們發現受訪者能否待在台灣也很大程度受到台灣對其原生國的政

策影響，菲律賓受訪者表示，台灣政府規定工作簽證最高只能夠延期十二年，往後再

入境台灣則需要永居證或以旅遊簽證進入，旅遊簽證無法讓外籍人士在台灣就業維持

生活，唯一能繼續留在台灣工作的途徑只有拿到永居權，否則就會遭到台灣政府強制

遣返，而要拿到永居證也有諸多限制，其中若沒有達到政府的收入水準（約為現在基

本薪資的兩倍以上），將無法拿到永居證，對多數來台灣以勞力工作為主做收入來源

的工作者而言，要達到這樣的薪資水準並不容易，故也容易成為外籍人士無法長住台

灣的推力之一。另外，馬來西亞籍移工則表示，對於藝術工作者，若要以藝術工作為

主要工作將較難留在台灣，將會因為藝術產業工作單位皆為小工作室或小企業的原因

，無法替外籍勞工申請工作簽證，因此對於藝術工作者留在台灣仍然非常具有挑戰性

，受訪者提到，若要留在台灣，則需要取得更高學歷或者在藝術方面有得到台灣認證

的機構的肯定，例如得到政府承認的藝術獎項等，才可以方便申請工作簽證，對她要

留在台灣則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力。

（三）結論

整體採訪結果發現，社會文化和經濟優勢是對不少外籍學生和外籍移工來台的

拉力。其中文化方面的因素影響力比預期低，文化差異造成的推力亦不如想像中大，

未有顯著影響受訪者的留台意願。

七、結論

本研究呈現的三個面向，基於質性訪談與前文文獻回顧與的分析結果，解釋了

受訪者選擇來台灣的動機，以及他們願意留在台灣發展的原因。理性計算及家庭決策

主要解釋了受訪者決定遷移至台灣的決定，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台灣有更好的就業環

境，包括工種多元化及薪水較高等，從而選擇移居台灣生活；緬甸受訪者的家人因國

內飽受內戰的威脅及困擾，其家人希望她能到台灣謀求更好的生活，反映出家庭在移



居決策上的參與；香港的受訪者因原生國的政治局勢不穩，而且不符合他個人的價值

觀，毅然放棄香港的工作，決定來到台灣嘗試新生活。每個受訪者都有各自移居到台

灣生活的理由，但在眾多因素中，佔比最大的是經濟考量，其次則為政治因素影響。

然而，即使是因政治因素而選擇離開原生國家，就業、薪資、物價等與自己生活最相

關的基本條件，仍然是受訪者重點考慮因素之一。

縱觀所有質性訪談資料，研究發現受訪者未有視融入台灣社會為太大、或無法

解決的困難及挑戰。文化因素，包括文化適應力、語言熟練度、社會包容度等，並未

對受訪者的留台意願有太大的影響。由於研究中的受訪者多為華僑或香港人，在日常

生活上與人溝通並未有出現太大問題。即使有受訪者未能操流利國語，但他們普遍認

為台灣人對外藉人士的包容性高，在社會融入方面未有太大障礙。即使有受訪者認為

語言使他們未能與台灣人成為朋友，但他們仍能找到「同鄉」，並與之建立起屬於自

己的群體，構建屬於自己的社會資本，令他們能在台灣正面地生活，未有離開台灣的

念頭。在極端的例子當中，香港的受訪者指出在台灣工作時曾遭受歧視，包括被稱為

「外勞」、警衛檢查證件後把居留證「扔」回給他等，但是，受訪者對這所有不公

平、不被尊重的待遇都欣然接受，並將其視為正常的社會現象，是外國人來到新社會

要接受的挑戰，這些遭遇都不影響他留在台灣發展與否的意願。這位受訪者在台灣的

生命歷程與「內化壓迫」這一心理現象相似，唯本研究沒有辦法進一步證實他或其他

受訪者的內心狀態是否符合內化壓迫的定義。但無論如何，受訪者在文化上，對於台

灣大多都是給予正面回應，就算有負面言論，都是以相對溫和的方式作出表達，未有

大力抨擊，這可能與討好效應有關，但就本研究的結論，文化因素對受訪者留台發展

與否的影響不大，最主要還是經濟考量，其次則為政治因素。

本研究最後在剖析及類比各受訪者的質性訪談資料後，推演出台灣作為移居地

的推拉力。對來自東南亞的受訪者而言，台灣更具發展潛力，如上文提到的工種多元

化及薪資較高，這些因素都成為移居者眼中的拉力；菲律賓的受訪者則認為原生國的

通膨比台灣更嚴重，生活上的花費失衡，故希望留在台灣發展。台灣整體的就業市場

多元及發達、經濟壓力相對較低，都成為了台灣作為移居地的拉力。

政治方面，香港及緬甸的受訪者皆認為台灣政治局勢較穩定，當中香港的受訪

者更是認為台灣在各方面上都比原生國自由，包括言論自由等，台灣的政治環境較符

合他的價值觀，故此他們都選擇離開原生國，來到台灣生活。台灣穩定的政局及自由

的政治氛圍成為了台灣的拉力。



在文化方面，儘管部分受訪者在台灣曾遭遇不同程度的不友善事件，例如在交

友上因語言問題遇上障礙、工作上被歧視等，但他們依然認為台灣整體環境對外國人

是友善的，不愉快的經歷只是個別事件。整體而言，台灣社會風氣較為開放、友善、

安全、女性地位相對平等，這些因素都成為了台灣的拉力。

此外，馬來西亞及印尼的受訪者皆認為台灣擁有更好的教育資源，香港的受訪

者則認為台灣能以低廉的學費去接受高等教育。台灣高等教育的素質及普及，包括政

府對高等教育的資助及投資，同成為台灣的拉力。

推力方面，雖然上文提到大部分來自東南亞的受訪者皆認為台灣的薪資較高、

工種比較多元，但是，他們來到台灣後，以台灣的薪資物價比進行計算，他們在台灣

的收入是偏低的，儘管收入比起原生國家高，但也難以應付在台生活的開支，尤其他

們無法承擔台灣的房價，這使受訪者即使願意留在台灣發展，卻也難以實現此願望，

台灣國內的通膨、受訪者在台偏低的收入、無法置業等經濟因素成為台灣作為移居地

的推力。

另一個推力是移台不友善的政策，菲律賓、馬來西亞及香港的受訪者皆表示，

台灣的工作移民門檻高，例如香港的受訪者提到每月總薪資要達到2倍基本工資以上

（約5萬多元），方可申請永久居留。

綜合而言，本研究以理性計算及家庭決策，結合質性訪談資料，了解受訪者的

生命歷程，解釋他們為何會選擇移居台灣。當他們來到台灣後，根據其價值偏好及融

入社會的狀況，推敲出受訪者和留在台灣發展之意願兩者的關連。最後根據上述所有

資料，推演出台灣作為移居地的推力與拉力。本研究希望能展示出在台外國人的生活

狀況及困境，以及在外國人眼中，台灣的推拉力為何。研究最終目的是希望台灣人能

理解到台灣的優劣勢，發揮其長處、補足短處，使台灣成為一個更有競爭力的國家。

八、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主要為：（1）語言不通、（2）討好效應兩個問題。第一，

本研究之受訪者皆為外國人，部分訪問考慮到受訪者的中文能力不足而使用第二外語

英語來進行訪談。在訪問者和受訪者的英語皆不算流利的情況下，雙方表達和理解可



能受到阻礙，討論內容之深度受限，未能更深入探討受訪者在其原生國家及台灣的生

命歷程。

另外，當研究人員詢問受訪者對台灣生活環境的吸引力與挑戰，即推力和拉力

時，受訪者談及推力的部分時提供的回答較少，更多的提及到台灣吸引他們的地方

（拉力）。本研究初步推測，討好效應是構成此現象之原因，受訪者可能傾向於提供

其認為研究人員希望聽到之答案，即多提及台灣環境之優點，刻意淡化或規避缺點，

避免因表達不滿而引發潛在的爭吵和不愉快，同時向研究人員塑造友善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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